
現代德治如何可能？

● 陳少明

從五四、文革到80年代的文化批

判，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意識形態的思

想譜系中，幾乎沒有給傳統的政治價

值觀念留下任何空間。與此相對照，

在世紀轉折之初，緊接 「̂依法治國」

之後出現「以德治國」的口號，就變得

非常耐人尋味。不過，本文打算直接

討論的問題是，作為傳統政治信念的

「德治」，同現代社會、政治生活可能

具有甚麼關聯。

一　一種古老的政治信念

德治是一種古老的政治信念，尋

繹《論語》以及其他儒家文獻的思想邏

輯，德治的內涵大約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修身克己。其中的關鍵是

「正身」，正的標準便是守禮。正身也

是修身，是對自身自然欲望的自覺限

制，以完善人格，效果是對民眾起道

德楷模的作用。

第二，安人利民。「安」的對象包

括人和百姓，目的是要為人民謀福

德治是一種古老的政

治信念，其內涵大約

包括四個方面：第一，

修身克己；第二，安

人利民；第三，由養

及教；第四，重禮輕

刑。儒家德治的理

想，預設了兩個前

提：一個是相信人性

善，一個是以禮為道

德的標準。

利，讓他們安居樂業。這種思想在孟

子談王道時有更具體的表達，如田地

種桑及不奪農時等。

第三，由養及教。依孔孟，僅為

民眾提供富裕的生活條件並不足夠，

還得讓他們明白甚麼是有價值的生活

方式。人不僅要生活，而且要活得有

意義。這就得靠教化的手段。

第四，重禮輕刑。禮與刑的差別

在於：刑只能通過恐嚇讓人服從，但

不能消除內心不服者的怨氣；而禮有

道德規範意義，教之以禮，才能讓社

會長治久安。

儒家德治的理想，預設了兩個前

提。一個是相信人性善，一個是以禮

為道德的標準。前者較好理解，性善

而後能教化，任何以道德教化為目標

的思想，都得相信人有普遍向善的可

能性。禮為道德的標準，依據在傳

統。它用以區別長幼、親疏、貴賤，

從而形成一種差序有等的社會秩序。

而這種差別中的協和，造成德治思想

中存在不協調的內容。一方面，仁者

愛人，有教無類，百姓普遍具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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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興衰，成也法

家，敗也法家。漢人

政策幾經搖擺之後，

重心慢慢落在儒與法

的平衡點上。說陽儒

陰法，或者以禮入

法，便是後人對這一

持續近二千年的政治

現象的不同評價。到

了二十世紀，傳統政

治文化的影響並沒絕

£。從一會「法治」、

一會「德治」的現象

看，對法律與道德的

混淆，根子部分仍與

傳統有關。

養、被教的權利；另一方面，則是不

承認普遍平等的價值，至少，養與被

養、教與被教的關係並不能倒過來。

因此，與儒家德治理想背道而馳的法

家，其重法（特別是傾向於用刑）的理

據，幾乎全針對德治的弱點而來，如

以懲惡替代勸善，以一視同仁替代差

序有等。

從效果來看，秦的興衰，成也法

家，敗也法家。漢人政策幾經搖擺之

後，重心慢慢落在儒與法的平衡點

上。說陽儒陰法，或者以禮入法，便

是後人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持續近二千

年的政治現象的不同評價。二十世紀

雖然反傳統聲浪不息，但傳統政治文

化的影響並沒絕�。從一會「法治」、

一會「德治」的現象看，對法律與道德

的混淆，根子部分仍與傳統有關。

二　法律的道德價值

前人論政有無道有道之分，議法

則有惡法良法之別，這表明每個時代

對政治狀況都提出自己的道德判斷。

而判斷的原則，可能基於對人的普遍

道德關懷，也可能限於維護特定理想

社會秩序的信念。儒家的德治自然也

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仁（或惻隱之

心）屬前者，禮則為後者。前者是普遍

的，如對以民為敵，不教而誅的指

斥，同現代價值觀念也一致。後者則是

特殊的，禮的理想同普遍平等的現代

信念顯然有一定的距離。所以，對法的

評價，必須基於更普遍的價值立場。

先從不道德的方面說起。毫無疑

問，自古至今都存在^不道德的法，

但判斷角度卻可能不一樣。大致而

言，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可以討論。

第一，法制的性質。不體現多數

人的意願、權益，只是反映特定社會

集團或政治勢力利益要求，與這類秩

序一致的法律制度是不道德的。其極

端不義的情形，便是法律以強制性命

令的形式出現，對人民規定許多社會

及政治義務，並對不從者以懲罰相威

脅。其極端的形式，可能成為高叫「要

錢，還是要命」的不義行為1。在人們

的印象中，法家對法的設想，最有資

格成為這種典型。但這並不等於說，

性質像強盜劫掠一樣的法才不道德。

從維護不平等的利益秩序來看，儒家

同法家也並非就那麼涇渭分明，如荀

子由禮向法的靠攏、儒家原則上的尊

君等等。因此，即便從儒家道德觀點

上接受的法律制度，也不是道德的。

第二，法律的內容。從道德價值

上講，法律制度的性質同每種法律條

文的內容並無必然聯繫。在惡劣的法

制條件下，如專制君主，也會有良

法。問題的另一方面是，即使是在良

好的法制條件下，如在民主社會，也

不保證不會出現道德上有問題的法

律。造成這種現象的基本原因有兩方

面。一是選民或社會壓力集團的道德

傾向對議員的影響，有些在族裔、性

別、宗教或其他階級關係上造成不平

等對待的法律的產生，與此有關。一

是技術性能力的限制，如對立法所解

決的問題產生的根源認識不足，以及

對立法可能造成的後果評估不準，也

會導致法律的偏差，與公正立法的精

神相違背。

其次是道德的法律。所謂道德的

法律，即法律應當是甚麼的問題，只

能討論立法的價值原則。現代法學家

與政治哲學家對此有非常多的討論，下

面只對相關內容作一個簡要的概述：

第一，民主的法制。法學家哈特

（H. L. A. Hart）提出，一個完善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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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法律具有道德價

值，同時又要防止將

道德法律化，表明道

德是一種複雜的現

象。不但確定公認的

道德標準困難，就是

劃定明確的道德領域

也不易。梁治平在其

著作中對道德與法律

作了形式與內容、自

律與他律等區分，從

不同側面體現兩者的

某些特徵，很有啟

發。但是，對道德的

界定仍嫌太籠統。

制度實際上包含兩種規則。第一級的

規則規定社會成員的種種義務與權

利，第二級規則規定第一級規則產生

的程式2。第二級規則看起來像一種

契約，其中關於立法程式的規定即公

民的政治契約。法制是否道德，取決

於這第二級規則是否體現公民的平等

的公共權利。從另一面看，也就是防

止少數人憑自己的意志立法，以及存

在不受法律管轄的自由這兩種情況出

現，即用法治代替人治或「治法」。

第二，保障人權的原則。這是立

法者在制訂第一級規則時必須優先

遵循的原則。關於基本人權的範圍是

個有爭議的問題，被提出的內容大致

包括生存權、人身自由、教育、私人

財產、宗教信仰以及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等等權利。人們也許可以這

樣說，上面粗略排列的人權清單中，

法律保障的範圍越靠後，它體現的道

德水準就越高。把法律條文分割開

來看，這樣說也許不錯。但從整個

法律制度的性質看，如果個人的基

本政治權利不能得到保障的話，那

就不是法治。所以第一級規則同第

二級規則有密切聯繫。此外，公正的

司法程式，也是道德的法律制度的

保障。

民主意味^平等，人權是為了落

實自由。從道德價值角度討論與支援

法治，並不意味^在這種條件下不會出

現不道德的法律，而是在自由平等的

原則下，與其他制度比，它有一套降

低出現惡法的可能性，以及盡快糾錯的

機制。同時，法律應當體現社會道德

價值，也不等於要求法律干涉人類道德

生活中碰到的所有問題。如果這樣做，

那就是越界侵權，把「道德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將有可能導向法治的反

面。

三　道德評價與法律規範

要求法律具有道德價值，同時又

要防止將道德法律化，表明道德是一

種複雜的現象。不但確定公認的道德

標準困難，就是劃定明確的道德領域

也不易。梁治平在其著作中對道德與

法律作了形式與內容、自律與他律等

區分3，從不同側面體現兩者的某些

特徵，很有啟發。但是，對道德的界

定仍嫌太籠統。直觀地看，道德涉及

對人與人的相處方式或生活態度恰當

程度的評價，但評價的規則則依人的

行為所涉範圍的不同而不一樣。為討

論方便，我們擬先對人的行為作類型

劃分。劃分的角度包括，行為所涉關

係的性質，以及人們對行為的評價程

度。

關於道德關係的性質，梁啟超作

過公德與私德的劃分：「人人獨善其身

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

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4

依梁氏的見解，公德是處理公共關係

的行為規範，公德關係平等然而抽

象，具體成員間親疏遠近的關係都不

在考慮之列。私德則相反，一私人對

一私人之事，不是對路人或陌生人的

關係，而是面對家人及熟人的問題。

私人關係不僅複雜，而且有時相互對

待的原則並不對稱。概括地說，公德

所涉人際關係範圍廣而抽象，私德涉

及範圍窄而具體。前者準則簡單，後

者相對複雜。

現在再看人們評價他人行為的態

度。一般的評價分兩大類：一種是功

利的，主要計較成敗得失，而與品行

無關，我們不在此論列；一種是道德

的，^眼於行為對人的利益造成的影

響。但是，從道德的眼光看待人的行

為，大量的行為現象其實是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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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只有對有道德意

識的人才有效，否

則，這些規則就不能

起作用。因此，需要

以法律的懲罰來強制

執行。但是我們必須

注意，不是所有的道

德律令都能自動轉換

為法律條文的。因為

涉及私德的部分內

容，不是以平等為道

德原則，它與法律公

平原則可能相抵觸。

的，或者叫道德中性的。由於與法律

的規範性相聯繫，在道德評價的譜系

中，必須把它也考慮進去。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至少五個類型

的行為分類：一，與他人無關的行

為。一個人的生活情調、欣賞趣味，

甚至一些不直接妨礙他人特殊癖好

等。二，有權利做的行為，首先當然

是基本人權所包括的事項。但有權利

做的事情，同時也意味^有權利不

做。三，義務行為，即不得不做的行

為。這種行為有公德的，也有私德

的。公民納稅、行車守規是公德，養

老送終是私德。四，不准做的行為。

殺人越貨、貪贓枉法，皆為古今中外

社會規範所不容許。五，值得讚揚的

行為，除謙虛、勇敢之類美德外，人

們特別讚揚那些先人後己、甚至是捨

己救人的利他主義行為。

法律的原則是自由、公正，而且

只有行為才能進行有效規範。由此來

看，第一、二類行為都被看作人的自

由的權利，而第二類行為之所以要通

過法律來保障，是因為總的看，它比

其他權利更重要。但被保障的權利

中，重要性並不等同。保障人身安全

同保障集會自由的意義有所不同。故

不同法律制度對權利的範圍界定不一

樣。範圍越寬，保障個人自由的程度

越高。第三、四類行為中，不論是義

務還是禁制，都屬於社會規範。義務

本身不自由，但卻是為取得更重要的

自由所應付的代價。禁制則是防止逃

避義務，以及更重要地，制止對他人

基本權利的侵犯。在倫理學上，這類

規則表述為應該做甚麼與不准做甚麼

的道德律令。但是，道德只有對有道

德意識的人才有效，否則，這些規則

就不能起作用。因此，需要以法律的

懲罰來強制執行。但是我們必須注

意，不是所有的道德律令都能自動轉

換為法律條文的。因為涉及私德的部

分內容，不是以平等為道德原則，它

與法律公平原則可能相抵觸。同時，

有些道德規則本身的規範意義並不十

分強烈，例如友誼問題，禮節問題，

沒必要也不可能用法律維護。第五類

行為牽涉兩種不同的內容。美德內容

複雜，有些問題，如謙虛、謹慎，對

他人行為沒有必然影響，相關的判斷

也沒有統一的標準，甚至不同文化中

對其評價也不一致，讓它入法當然不

應該。利他主義，不管程度強弱有何

不同，其行為效果在利益上總是有人

得、有人失。以利他主義為原則，就

是在法律上要求有人得放棄自己的合

法權益，這破壞自由平等的原則。

綜上所述，有一點是毫無疑問

的，那就是存在並不適合用法律規範

的廣泛的道德問題。法律不能干預

它，並非僅僅出於技術能力的限制，

而是根據法律據以確立的道德原則。

四　再論德治

不論「以德治國」的說法是否來自

儒家道德理想的靈感，在中國討論建

立道德的社會秩序的原則與條件，都

有必要檢討「德治」的政治傳統。

建設道德的社會，前提是建立道

德的制度。而從以法律為管制社會的

基本手段的現實看，首先是加強法律

制度的道德基礎。其原則是建立一種

能反映大多數人願望的立法程式，同

時立法內容須以確保公民基本權利為

前提。加強法制的道德基礎，不是濫

用法律處理各種道德問題，包括精神

信仰問題。私德領域只有部分問題可

以用法律規範，但不能隨便移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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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統治者也講人民

的權利，但並沒有啟

發人民爭取自己權利

的意願。所以，教化

最終淪為強調個人對

社會、對國家，特別

是對君主的忠誠與義

務的說教，成為維護

不道德制度的意識形

態。今日講德治，就

得防止變成要求人民

無條件服從的輿論導

向。

與道德的界線。如愛國可以是公民道

德的一項要求，但是法律只能懲罰叛

國的行為，卻不能懲罰思想不愛國的

人。反科學的問題同樣曖昧，如果把

科學當作人類知識體系，沒有人能宣

稱以它的名義所表述的任何知識都是

正確而不容反對的。因此，假如以法

律禁止反科學的思想立場，同樣並不

符合法治的精神。簡言之，在道德問

題上濫用法律，既可能因為行之無效

而影響法律的尊嚴，也可能由之引發

出更多的社會問題，還有可能與法治

的原則衝突，導致惡法傷人。

儒家德治一個重要的要求，就是

修身。在任何時代，對統治者提出嚴格

的道德要求都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

從內在的修養，而只能就其施政的行為

與效果來評估，問題體現在公共道德

領域。實際上人民對政治家的道德要

求，主要是責任倫理。這樣，我們對政

治家的道德要求也只能是低度的要求，

即不是強求其具有美德或者強烈的利

他主義精神，而是必須嚴格遵守公共

生活中的義務與禁制規則。修養再完

善的政治家也不是社會的道德楷模。

不切實際的道德要求，只能造成虛偽

的政治人格。同時，以個人品德為權

力的源泉，是傳統人治的思想支柱。

依傳統，德治也不僅是對統治者

的道德要求，同時還想通過教化的力

量，提高民眾的道德覺悟。儒家講道

德的含義，主要包括義務、禁制，以

及美德（包括利他主義精神）。雖然統

治者也講人民的權利，但並沒有啟發

人民爭取自己權利的意願。所以，教

化最終淪為強調個人對社會、對國

家，特別是對君主的忠誠與義務的說

教，成為維護不道德制度的意識形

態。今日講德治，就得防止變成要求

人民無條件服從的輿論導向。

民眾當然有提高道德素質的問

題，政府的責任是在建設道德的法制

的同時，對民眾實施法治精神與法律

規則的教育。但對不能用法律規範的

問題，同樣不能用行政手段處理。法

律可以訂立，道德則不能。在法律不

能規範的道德問題中，許多觀念公共

確認的程度不高，或者相關的價值觀

念處在變化之中。解決問題的唯一方

法就是開放公開領域，鼓勵民眾參與

各種道德與政治問題的討論。這種公

開的討論有兩種意義，一是只有通過

討論才能形成道德共識，二是在對社

會或政治現象的評論中形成輿論，從

而造成道德壓力。輿論公開才能體現

人心所向的道德力量。一般來說，政

府更樂於利用正面的道德形象製造輿

論。但是只有不懼怕公共輿論，敢於

承受社會道德壓力的政府，才是建立

道德的社會秩序的領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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